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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

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

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

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

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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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并开放签署，并于１９９４年

１１月１６日正式生效。作为海洋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国际条约，《公约》的通过是第三届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历时９年、１１个会期、１５次会议，才达成的重大成果。其包括１７个部分、３２０个条款、９个附

件，以及２个执行协定，被国际社会广泛称为“海洋宪章”（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

经过４０年的发展，《公约》在“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度、国际渔业法律制度、海洋

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然而，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利用海洋

的能力的增强，《公约》在实施中也遇到了诸如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安全、沿海国管辖权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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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等方面的挑战。
〔１〕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未来是否需要召开第

四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及《公约》是否可以继续承担“海洋宪章”职能的疑问。〔２〕

目前，关于《公约》“海洋宪章”法律地位的讨论主要包括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约》属

于“海洋宪章”，能够解决所有海洋法问题，是现代海洋法的唯一依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包括美

国、菲律宾等国家以及部分学者，〔３〕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公约》至上论”。例如，菲律宾外交部长

恩里克·马纳罗（ＥｎｒｉｑｕｅＡ．Ｍａｎａｌｏ）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由《公约》充分规制

的事项无须适用一般国际法。〔４〕第二种观点认为《公约》提供了一个解决大多数海洋法利用问题

的法律框架，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海洋利用问题。例如，罗宾·丘吉尔和沃恩·劳恩（Ｒｏｂｉ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ａｎｄＶａｕｇｈａｎＬｏｗｅ）认为，没有一个条约文本可以涵盖所有的海洋法问题，《公约》仅仅

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多数海洋利用问题的法律框架，还需要习惯国际法规则以及其他与污染和航行

有关的国际条约的补充。〔５〕可见，关于《公约》“海洋宪章”法律地位的讨论涉及《公约》与一般国

际法的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公约》解释和适用的边界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本文从《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确立着手，在厘清《公约》“海洋宪章”地位含义的基础上，

从《公约》作为“海洋法律框架”的宪章地位、《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公约》与

发展中国家利益这三个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二、《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确立

目前国内外不少学术论文将《公约》直接认定为“海洋宪章”。〔６〕事实上，这一提法有其特殊

的时代背景和内涵，兼具法律和政治特征。

（一）《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提出

一般认为，《公约》作为“海洋宪章”的说法，最早是由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期间担任第三次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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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法会议主席的许通美（ＴｏｍｍｙＫｏｈ）大使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公约》刚刚通过时提出。
〔７〕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６日至１１日，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最后一期会议上，许通美大使做了致辞。他在讲

话中指出，通过谈判他们达成了“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综合性的海洋宪章（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ｔｉｍｅ）”，并给出了如下八点理由：〔８〕

第一，《公约》可以促进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各国一致同意对沿海国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上所享有的权利进行限制，这取代了《公约》通过之前沿海国过度的且互相冲突的海洋主

张。第二，《公约》通过专属经济区的地位、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以及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通过群

岛海道的通行制度等各国的重要妥协，促进了航行自由这一国际社会的利益。第三，国际社会在对海洋

生物资源的养护和最优利用方面的利益，由于《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相关的条款的实施，将会得到增

强。第四，《公约》包含了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免受污染损害的一些重要的新的规则。第五，《公约》

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新的规则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国家和相关沿海国之间保持了一个公正的平衡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ｅ）。第六，《公约》在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防止各国通过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方面，由于第十

五部分“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而使得国际社会的利益得以推进。第七，《公约》成功地将适

用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转化为公正、可行的机构和安排。第八，《公约》通

过一系列制度设计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公正，包括２００海里以外大陆架资源开发的缴费机制（第

８２条）、确保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获得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相关生物资源的权

利、沿海国渔民捕鱼和远洋渔民捕鱼的关系，以及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惠益分享安排等。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在纪念《公约》通过４０周年的高级别联大会议上，许通美大使发表了主旨

演讲。他认为，《公约》具有强大生命力并且值得庆祝主要基于八点原因：《公约》终结了之前海洋

法领域的混乱和单边主义；创设了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以下简称“ＩＴＬＯＳ”）、国际海底管理局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内的三大机构；赋予所有国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对维护海洋和平

做出贡献；包含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后殖民条约，发展中国家在该条约制定中扮演了主要

的角色；《公约》是一个活的文件（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可以应对新的发展和挑战；以及《公约》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提供了应对的法律工具等。〔９〕不难看出，上述八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对

许通美大使于１９８２年给出的八大理由进行了提炼和概括，从《公约》的作用、重要制度以及前瞻性

的视角阐释了其“海洋宪章”地位，是对《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再次确认。

戴维·安德森（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法官将许通美大使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的讲话中提及的《公约》之所以可以

被称为“海洋宪章”所包括的八个方面的原因概括为六点，即：广泛的参与性、议题的综合覆盖性、与《联

合国宪章》的一致性、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以及体现了国际公平。〔１０〕安

德森法官认为，宪章或宪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通常是指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的根本大法，其典型的例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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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既是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的宪章，也设立了规制国家之间关

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则。〔１１〕他认为，无论是《公约》还是其１９９５年《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执行协定》（以下简称《鱼

类种群协定》），都具有与“宪章”相关的一些要素。例如，《鱼类种群协定》“比照适用”了《公约》第十五

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海洋自由也受到了来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措施的限制。〔１２〕

（二）“海洋宪章”地位的含义

根据许通美大使对《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解释，并结合安德森法官对该解释的阐释，《公

约》“海洋宪章”地位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内容上看，《公约》终结了之前海洋法领域的混乱和单边主义，对所有海洋和海域内活动构

建了一个法律框架，一个“多元结构的新海洋制度”。〔１３〕这一框架将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作为一个

整体来加以考虑，〔１４〕几乎涉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１５〕

第二，从实施上看，《公约》是一个“活的条约（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包括在缔约时尚未出

现的问题在内的所有海洋问题都可以在《公约》的框架内予以解决。许通美大使认为，１９９５年《鱼

类种群协定》包含了可持续渔业发展的一些新的原则，并填补了《公约》的一项空白；此外，目前正

在谈判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ＢＢＮＪ”）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

定亦可望成为《公约》框架下的一个新的执行协定，从而可以解决《公约》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１６〕

换言之，《公约》通过其执行协定可以不断应对和解决新的挑战，并永葆活力。

第三，从目的和效果看，《公约》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推动的，其各项制度旨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公

平公正。《公约》谈判之时，正值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走向完全独立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在条约谈

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公约》的各项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公正。

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了许通美大使所提倡的《公约》“海洋宪章”地位的基石。下

文将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公约》是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能否继续承担“海洋宪章”职

能进行初步评估。

三、《公约》作为“海洋法律框架”的宪章地位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６日，联合国大会第３０６７（ＸＸＶＩＩＩ）号决议决定，“海洋法会议的任务应为通过

一项公约，处理一切有关海洋法的问题，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顾及大会第２７５０Ｃ（ＸＸＶ）号决议第

二段中所列的主题及委员会正式核准与海洋法有关的题目和问题清单，并考虑到海洋区域的各项

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应当通盘加以审议”。〔１７〕《公约》序言指出，“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本公约，在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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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秦天宝、虞楚萧：《演化解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结合联合国ＢＢＮＪ谈判议题的考察》，载《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期，第９９页。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第三段。

见前注〔６〕，周忠海文，第２８２—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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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

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１８〕

上述文件表明，《公约》在缔结之初，就致力于规制一切海洋法问题，并因此建立一种新的海洋法律

秩序。而缔结后的《公约》所包括的１７个部分、３２０个条款、９个附件，以及嗣后缔结的２个执行协

定，也充分表明《公约》确实已经在形式上构建起一个海洋法律框架。那么，这样一个框架能否解

决所有海洋法问题呢？一般认为，这里面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差别。丘吉尔和劳恩认为，《公约》仅

仅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多数海洋利用问题的法律框架。事实上，有些问题，例如大陆国家远洋群岛

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智能船舶问题等就很难在《公约》的框架内予以解决。〔１９〕

那么，《公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法律框架是否等同于“海洋宪章”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可以从“宪章”所构建的法律秩序的视角进行考察。

首先，任何“宪章”性质的文件都必须能够确立一种法律秩序，在国内层面表现为调整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在国际层面表现为各国即便没有加入该文件也会受该文件的约

束。一方面，《公约》序言部分勾勒出《公约》致力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条约目的，然而，“海洋

宪章”的定位要求《公约》不应仅限于构建海洋经济秩序，还应该涵盖海洋政治、军事等其他方面。

另一方面，《公约》对各国的拘束力尚未达到“宪章”或“宪法”的要求。就一国而言，“宪章”或“宪

法”是由一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违反宪法的法律或规章通常会归于无

效；而《公约》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制定的，是外交会议的产物，而非被授予立法权的宪法大

会所制定。〔２０〕非缔约国违反《公约》并不会必然违反国际法，这是因为《公约》作为条约，其生效基

于国家同意，通常情况下，只有缔约国才受到《公约》条款的法律拘束。尽管《公约》的部分条款已

经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但目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土耳其等在内的很多国家还没有加入《公

约》，距离其所有条款均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此外，国际法上“持续反对者”规

则的存在也阻碍了《公约》中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条款对所有国家均发生效力。〔２１〕

其次，“宪章”性文件所确立的法律秩序应该具备综合性争端解决和优于其他任何条约和协定

这两大特征。〔２２〕《公约》第十五部分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被“比照适用”于１９９５年《鱼类种群

协定》，这一争端解决程序虽然在实践中存在管辖权扩大和突破国家同意原则的倾向，〔２３〕然而，该

程序在国际上还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国家支持。〔２４〕关于《公约》与其他条约和协定的关系问题，《公

约》第３１１条规定了在各缔约国间，《公约》应优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９日签订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但

并不改变各缔约国根据与《公约》相符的其他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而《公约》第２３７条规定了

《公约》的规定不影响各国根据先前缔结的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别公约和协议所承担的

特定义务，也不影响为了推行《公约》所载的一般原则而可能缔结的协议。《联合国宪章》第１０３条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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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突破国家同意原则和《公约》附件七仲

裁庭肆意扩大其管辖权的集中体现。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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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

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２５〕相比之下，《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优先于其他任何条约和协

定，而《公约》下的义务则仅优先于部分协定，并不完全满足国际“宪章”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或许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安德森法官认为，尽管《公约》具有一些“宪章”性质的要素，但严格意

义上讲它并不是一个“宪章”或“宪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公约。〔２６〕

四、《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理论与实践

《公约》作为“活的条约”是许通美大使提出的《公约》之所以成为“海洋宪章”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提法与演化解释的概念密切相关，然而，其内涵并不仅限于演化解释，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

涵和法理基础，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理论基础

《公约》作为“活的条约”与演化解释相关，其具有条约法和判例法上的依据，并包括至少六个

方面的实现路径。

１．条约法依据

在国际法上，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主要来自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３２条

的规定。一般认为，这些规则体现了该条约缔结之前业已存在的习惯国际法。〔２７〕第３１条和３２条

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要素，包括“通常意义”“上下文”“目的及宗旨”“补充资料”等。其中，第３１（３）条

规定了条约解释还必须考虑到“（甲）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

定；（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丙）适用于当事国间

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该条款第甲和乙项要求根据某条约解释和适用时的相关协定或任

何惯例来解释该条约，体现的正是演化解释（Ｅｖｏｌｕ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精神。同时，第

３１（３）条第丙项所指“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以及第３１（１）条所指之“通常意义”，如果适用条约解

释和适用时的有关国际法规则或通常意义，也属于演化解释的范畴。简而言之，演化解释就是根

据缔约方的原始意图，按照条约解释和适用时的通常意义来解释条约条款。〔２８〕不难看出，《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为演化解释提供了法律基础。〔２９〕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为《公约》的演化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气候变化为例，在１９８２年

《公约》刚缔结时，气候变化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因此气候变化以及后来在气候变化领

域广泛适用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没有被纳入《公约》。然而，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

普遍接受的国际问题的今天，现有文献已经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问题应该适用《公

约》的相关规定。〔３０〕甚至有文献认为，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争端也可以通过《公约》第十五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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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联合国宪章》第１０３条。

Ｓｅ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０〕．

ＯｌｉｖｅｒＤｏｒｒ＆Ｋｉｒｓｔｅｎ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ｂａｃｈｅｄｓ．，犞犻犲狀狀犪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犜狉犲犪狋犻犲狊牶犃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ｐ．５２３．

见前注〔１３〕，秦天宝、虞楚萧文，第９７页。

同上注，第９８页。

ＹｕｂｉｎｇＳｈｉ，犃狉犲犌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犌犪狊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犺犻狆狆犻狀犵犪犜狔狆犲狅犳犕犪狉犻狀犲犘狅犾犾狌狋犻狅狀牽，

１１３（１ ２）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８７ １９２（２０１６）．



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３１〕这就涉及对《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需要贯彻演化解释的思

路，例如，对《公约》第１（１）条和第１９２条所涉“海洋环境”的界定，对第１９４、２０７、２１２条所涉“污染”

的解释等。从另一个视角看，《公约》能够解决在其谈判和缔结时无法预知的新的挑战，也是其作

为一个“活的条约”的重要判断指标。〔３２〕

２．判例法依据

关于演化解释的国际裁判实践可以追溯至１９７１年国际法院“纳米比亚（法律结果）咨询意见

案”。该案的演化解释依据的主要是涉案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但国际法院的说理体现了演化

解释。例如，“对于本法院在本案中的评估而言，所有这些考虑都是密切相关的。应关注的是，解

释某一文件的首要必要性是按照其缔结时的缔约方意图，因而本法院有义务考虑。《国联盟约》第

２２条包括的概念包括这一事实即：‘现代世界所致力于达到的条件’和有关人民‘福祉与发展’，不

是静止的，而是演变的定义，因此，‘神圣之托管’的概念也是如此。”〔３３〕此外，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报告明确指出，法律文件必须“按照该文件被解释时所处的主要的法律框架来解释和适用”。〔３４〕

１９７８年国际法院“爱琴海大陆架案”在判决中首次确立了演化解释的适用要件，即由条约用语

的“一般性”和条约的“无限期性”所构成的适用演化解释的一般规则，前者可以通过考察条约用语

的通常意义和缔约资料以判断立法意图来获得，而后者则需要分析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来判断。〔３５〕

该案判决书指出，“希腊加入文件所采用的‘希腊领土地位’表述一旦确认，作为一般术语包含了一

般国际法下领土地位的概念具有的任何事项，这必然产生这一假定，即旨在使其含义随法律演变

而演变以适应任何时期特定有效法律的表述”。〔３６〕该案确立的有关演化解释的适用条件也在后

续其他判例中得到了体现。〔３７〕

３．实现路径

《公约》作为“活的条约”，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实现。

第一，《公约》第３１２条至第３１６条规定了正式的《公约》修订程序。其中，第３１２条和第３１３条

规定了除“区域”内活动的修正案以外的其他内容的一般修正案，第３１２条规定了会议审议机制，

而第３１３条则规定了以“缔约国一票否决权”为特征的简化修正程序。此外，第３１４条规定了对《公

约》专门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规定的修正案，但相关规定必须结合１９９４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

决议第４８／２６３号关于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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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ｅ．ｇ．，ＡｌａｎＢｏｙｌｅ，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ｉｎＤａｖｉｄ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ｅｄ．，Ｔｈｅ

１９８２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３０：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ｇｅｎｄａ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１３，

ｐ．１５７ １６４；ＭｅｉｎｈａｒｄＤｏｅｌｌｅ，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犝狊犲狅犳狋犺犲犇犻狊狆狌狋犲犛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犚犲犵犻犿犲狅犳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

犛犲犪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３７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１９，３２２（２００６）．

ＪｉｌｌＢａｒｒｅｔｔ，犜犺犲犝犖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牶犃 “犔犻狏犻狀犵”犜狉犲犪狋狔牽，ｉｎＪｉｌｌＢａｒｒｅｔ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ｎｅｓｅｄ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ａｓａ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２０１６，ｐ．５．

Ｎａｍｉｂｉａ（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１９７１），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６，ａｔ１９，ｐａｒａ．５３．转引自张乃

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７４页。

Ｉｂｉｄ．，ａｔ３１．

见前注〔１３〕，秦天宝、虞楚萧文，第９８—９９页。

ＡｅｇｅａｎＳｅ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ｐ．３２，ｐａｒａ．７７．转引自前注〔３３〕，张乃根书，第７４页。

例如，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ｂｃｉｋｏｖｏＮａｇｙｍａｒｏ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ｕｎｇａｒｙ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７，

ｐａｒａ．１４０；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ｌｇｉ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ｎＲｈｉｎｅ，

ＰＣＡ，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５９．



《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附件二第四节的规定，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大会在理事会的建议下对相关“区

域”内的措施进行审查。

第二，通过制定《公约》的执行协定来解决《公约》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目前，《公约》的

《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实际上对《公约》第十一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而１９９５年《鱼类种群协

定》则对《公约》第五部分和第七部分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协定谈判已经进入政府间谈判第五次会

议，未来将产生《公约》的第三份执行协定。

第三，通过《公约》的缔约国会议对部分《公约》条款进行实际上的修订。根据《公约》附件二和附

件六的规定，《公约》的缔约国会议承担的主要职责包括选举ＩＴＬＯＳ的法官并决定法官和书记官长的

薪金、津贴和酬金，决定法庭的开支，以及选举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委员。〔３８〕然而，在实践中，由于

早期批准《公约》的发达国家数量不足，以及各国在推举本国委员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公约》的缔

约国会议推迟了《公约》规定的第一次选举法庭法官和委员会委员的时间，同时，也放宽了《公约》

附件二第４条规定的沿海国提交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界申请必须在《公约》对该国生效十年内的

时间限制。〔３９〕这些实践实际上起到了未经《公约》的正式修订程序便修订了《公约》的法律效果。

第四，依据《公约》的“并入条款”（Ｒｕｌｅ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通过外部标准的发展来实现扩大《公

约》适用范围的目的。《公约》中部分条款，如第２１（４）条、第９４（５）条、第２１１（２）条、第２１１（５）条等，

均包含“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或类似表述。根据条约解释，这些表述指向国际海事

组织所通过的相关条约的具体规定。换言之，依据《公约》的这些“并入条款”，随着国际海事条约

的修订以及相关国际航运规章和标准的提升，《公约》的适用范围也得到了扩展。

第五，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大会等机构发展《公约》的相关制度。联合国粮农组织下

设渔业委员会，承担养护和管理渔业，包括审议世界渔业发展以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协助等职能，

其通过的相关法律文书可能会影响《公约》的解释和适用。〔４０〕联合国大会能够为海洋法，包括《公

约》的讨论和谈判提供国际场所，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发布的海洋法发展报告，以及根据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联大第５４／３３号决议建立的海洋和海洋法非正式磋商进程等机制，对促进《公

约》相关内容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做出了重要贡献。〔４１〕

第六，国际裁判机构对《公约》条款的演化解释。如前文所述，国际法院、ＩＴＬＯＳ，以及《公约》附件七

仲裁庭等国际裁判机构通过对《公约》条款的演化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公约》和国际海洋法。

（二）《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界限

近４０年来，《公约》在通过各种路径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质疑。其中，最典型

的问题是，《公约》作为一个“活的条约”，其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在哪儿？笔者认为，《公约》的解释和

适用至少应该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界限。

第一，并非所有的《公约》条款都可以进行演化解释，判断的依据是相关用语是否具有“一般

性”特征，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条约准备资料所体现的精神。〔４２〕这一点对于国际裁判机构公正审理

案件尤为重要。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发布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对《公约》第１２１（３）条岛礁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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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六第４（４）条，第１８（５）、（６）和（７）条，第１９（１）条，以及附件二第２（３）条。

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Ｔａｎａｋａ，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ｅｄ．，２０１５，

ｐ．３４ ３５．

Ｉｂｉｄ．，ａｔ３６．

Ｉｂｉｄ．，ａｔ３６ ３７．

见前注〔１３〕，秦天宝、虞楚萧文，第１００页。



的界定违反了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并与《公约》谈判时的准备资料相左，是不当演化解释的反面

典型。〔４３〕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法院前院长吉尔伯特·纪尧姆（Ｇｉｌｂｅｒ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认为，南海仲裁

案仲裁庭“并没有解释（《公约》）文本；它完全改写了（《公约》第１２１条）”。〔４４〕

第二，对《公约》条款的演化解释必须遵循《公约》规定的“一揽子交易”中所体现的基本原则。

迈克尔·伍德（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ｏｏｄ）曾指出，“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公约》的解释或外部标准的发展等方

式对《公约》进行的改变和适应，必须与一揽子交易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４５〕伍德没有

对“基本原则”进行界定，但列举了航行自由作为一个例子。笔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公

约》各项制度的建构起到核心作用的原则。除了航行自由原则之外，还应该包括陆地支配海洋原

则、公海自由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及争端解决中的国家同意原则等。

第三，依据《公约》的“并入条款”，通过外部标准的发展来扩大《公约》适用范围时必须严格遵

守适用的条件，即满足“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的要求。根据２０００年国际法协会伦敦会议的报告，

判断是否达到“一般接受”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某个法律文件内具体的规则或标准的接受程度，而

不是该法律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达到“一般接受”的标准。〔４６〕在此基础上，判断一个国际规章

是否被“一般接受”即等同于判断某个法律文件内的具体规则是否被“一般接受”。一些国际法学者

在其论著中对“一般接受”的界定也做出了类似的解读。例如，詹姆斯·哈里森（Ｊａｍｅｓ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就赞

成２０００年国际法协会伦敦会议判断“一般接受”应该着眼于法律文件内具体规则的观点。〔４７〕Ｊ．阿什

利·罗切和罗伯特· Ｗ．史密斯（Ｊ．ＡｓｈｌｅｙＲｏａｃｈ＆ＲｏｂｅｒｔＷ．Ｓｍｉｔｈ）认为，一个国际协议或文书是

否被“一般接受”与某条约内的具体规则是否被“一般接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某个规则被“一般接

受”并不意味着整个条约均达到“一般接受”的地位。〔４８〕此外，判断“一般接受”的程度时还必须考虑

相关的国际海事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通过的条约规范的缔约国数量应该处于较高的水平，且这些

缔约国作为船旗国的商船船队总和在世界商船船队的吨位中占较高比例。〔４９〕准确地界定《公约》

中“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的具体要求有利于更好地将《公约》的外部标准引入《公约》。

（三）《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实践检视

厘清了《公约》作为“活的条约”的理论基础和适用边界后，就有必要对《公约》在这个方面的实

践进行考察和评估。一般认为，《公约》通过４０年以来，在海洋划界法律制度、海洋执法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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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渔业法律制度、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度、海洋安全法律制度

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发展。〔５０〕然而，《公约》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尝试解决这些挑

战的过程中出现了国际裁判机构管辖权扩大、过度运用演化解释等趋势，并继而产生判例不一致

等更多的问题。

首先，《公约》第十五部分“争端的解决”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国际裁判机构

借《公约》作为“活的条约”之名扩大其管辖权，违反国家同意原则，但裁判缺少上诉或审议等司法

救济机制等问题。〔５１〕例如，在ＩＴＬＯＳ第２１号案“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向ＩＴＬＯＳ提起的咨询意见

案”庭审中，关于ＩＴＬＯＳ全庭是否对咨询意见的申请有管辖权的问题，各方存在较大的争议。德

国认为，ＩＴＬＯＳ全庭（不仅仅是海底争端分庭）对另一方提起要求其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具有管辖

权，其中一个理由就是“ＩＴＬＯＳ是一个活的／不断发展的机构（ａ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５２〕另一些国

家则对此表示反对。例如，澳大利亚认为，国际法庭和仲裁庭的管辖权是基于国家同意原则，而同

意主要体现在ＵＮＣＬＯＳ的具体条款之中。〔５３〕英国在庭审中也表示，所谓“活的法律文书（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在管辖权问题上并不会发挥任何作用。〔５４〕尽管面临各国巨大的分歧，ＩＴＬＯＳ最终

仍然裁定其对该咨询案享有全庭管辖权。

在《公约》的“法律适用条款”与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不一致的国际判例。《公

约》第２８８（１）条规定，“第二八七条所指的法院或法庭，对于按照本部分向其提出的有关本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应具有管辖权”。第２９３（１）条规定，“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

应适用本公约和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包括第２９３

（１）条在内的法律适用条款并不会扩大国际裁判机构的管辖权。换言之，法院或法庭不得通过第

２９３（１）条中规定的“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来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在“杜兹吉特·廉

正”号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其对于在《公约》中没有规定的义务的违反问题，包括人权义务，没有

管辖权；因此裁定，其无权决定本案中圣多美是否违反了基本的人权义务。〔５５〕本案中仲裁庭对此

问题的裁定与相关国际判例保持了一致，即拒绝法庭通过《公约》第２９３（１）条来变相地扩大其管辖

权。例如，混合氧化物核燃料工厂案、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北极日出”号仲裁案等。然而，

其他一些国际判例，例如，“赛加”号商船（第２号）案、圭亚那苏里南仲裁案，以及“弗吉尼亚·Ｇ”号

商船案等案件，则通过援引《公约》第２９３（１）条扩大了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这种对《公约》第

２９３（１）条与法庭管辖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适用的判例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讨论。

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公约》第２９３（１）条进行的不同解释和适用的国际判例可能会最终损害《公约》

下的争端解决机制。〔５６〕笔者认为，上述不当实践尽管不涉及条约的演化解释，但却是在人权法得

到大力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不当适用法律适用条款将《公约》外的人权法律“纳入”《公约》并据此扩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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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国际裁判机构的管辖权，实质上起到了将《公约》不当发展为“活的条约”的作用。

一些西方学者还撰文鼓吹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争端也可以通过《公约》第十五部分的争端解决机

制予以解决。例如，２０１２年，为了纪念《公约》缔结３０周年，艾伦·博伊尔（ＡｌａｎＢｏｙｌｅ）撰写了《气候变

化的海洋法视角》一文，该文首先提出了在《公约》第十五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下解决气候变化争端的

议题。〔５７〕２０１７年，尤卡瑞·塔卡姆拉（ＹｕｋａｒｉＴａｋａｍｕｒａ）在ＩＴＬＯＳ成立２０周年的研讨会上，做了题

为《气候变化与海洋法：赋予法庭的新的角色？》的主题演讲。〔５８〕这些主张片面夸大《公约》下争端

解决机制的作用，但却忽视了１９９２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自身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

作用、气候变化争端的识别、一国在《公约》下承担减缓气候变化义务的法律依据，以及在如何界定

“适格的起诉国”“被诉国”“因果关系”“损害赔偿的标准”等方面的法律障碍。

其次，在《公约》与一般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所谓“《公约》至上论”的论调，主

张《公约》是解决包括南海争端在内的所有海洋问题的唯一国际法依据，排除一般国际法的适用。

《公约》序言规定，“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尽

管序言的条款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既是《公约》缔约国的缔约意图和谈判共识，也是《公

约》条款在解释和适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前文所述，《公约》仅提供了一个关于多数海洋

利用问题的法律框架，但有些问题，包括大陆国家远洋群岛问题、历史性权利、智能船舶等问题就

很难在《公约》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此外，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利用海洋能力的增强，一些新出现的海洋问题，如智能船

舶的问题、ＢＢＮＪ的养护和可持续问题，因为无法通过《公约》得到有效的规制，而亟待通过新的条

约或国际文书予以应对。事实上，未来ＢＢＮＪ国际协定的签署并不能像部分学者宣称的那样可以

证明《公约》是“活的条约”。〔５９〕这是因为尽管ＢＢＮＪ国际协定被冠以《公约》的第三次执行协定，但

这一“执行协定”的称谓与《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一样，更多的是一种立法技术。《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

实际上对《公约》进行了修订，而未来的ＢＢＮＪ国际协定所规制的海洋遗传资源、公海保护区等事项

是《公约》完全没有规制的事项，这一点不同于１９９５年《鱼类种群协定》对《公约》专属经济区和公

海的渔业资源进行的补充规定。

五、《公约》与发展中国家利益

雪莉·Ｖ．斯科特（ＳｈｉｒｌｅｙＶ．Ｓｃｏｔｔ）认为，《公约》有两项最为重要的创新，一是首创了专属经

济区制度，二是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６０〕由于这两项制度主要是

由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大力推动的，其创立在缔约时被视为体现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

实现了南北阵营在《公约》中利益的平衡和国际社会的公平公正，这也是许通美大使认为的《公约》

成为“海洋宪章”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公约》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渐发现，这两项制度的发展

和实践逐渐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逐渐朝着有利于发

达国家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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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利益

专属经济区制度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主张和推动建立的制

度。１９４７年６月，智利和秘鲁先后发布宣言，宣布建立２００海里的管辖海域，目的是保护和控制该

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和行使主权。这一行为，引起其他拉美国家效仿，１９５２年８月，智利、秘鲁和厄

瓜多尔三国共同签署发表《有关海洋区域之圣地亚哥宣言》，宣布对邻接这三国海岸延伸至少

２００海里海域行使专属主权和管辖权。而专属经济区的名称则是由包括肯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和

十三个拉丁美洲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最终专属经济区制度被

纳入《公约》。１９８５年，国际法院在“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判决中认定，专属经济区制度已经是

习惯国际法之一部分。〔６１〕

发展中国家推动设立专属经济区制度之初意在更好地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特别是控制和获取

专属经济区的自然资源。然而，《公约》的发展和各国的实践使得专属经济区制度设立的初衷难以

得到很好的实现。

据统计，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占全球海洋总量的３５％—３６％，然而全球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

且专属经济区面积最大的前七个国家（美国、法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日

本）中只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很多面积较小

且资源较为匮乏。〔６２〕斯科特认为，发达国家是这项制度的真正获益者，他们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期间，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来作为一个整体获益的。〔６３〕

专属经济区制度的设立也导致世界一些地区的海洋争端剧增。例如，在中国的南海、东海海

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因为《公约》的通过而产生了更多的海洋划界争端、渔业资源争端、海底油气资

源的勘探和开发争端等。中国在专属经济区海域主张的在《公约》通过之前就业已存在的历史性

权利，被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裁定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这一国际仲裁实践

对《公约》条款以及相关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进行了错误的解释和适用，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海洋

权益。〔６４〕

此外，发展中国家根据《公约》享有的对其专属经济区的部分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也受到了一些

发达国家的挑战，其安全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例如，沿海国对外国船舶在其专属经济区开展的海

洋科学研究活动享有专属管辖权，且有权要求外国船舶在其专属经济区的航行不损害其和平、安

全和良好秩序。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军舰在发展中国家专属经济区内开展的具有海洋科学

研究性质的活动主张为军事测量或水文调查，认为该活动属于航行自由的一部分而规避沿海国的

监管。同时，美国将《公约》下的专属经济区单方面认定为“国际水域”，并据此挑战发展中国家对

其专属经济区的“过度海洋主张”。然而，这些所谓“过度海洋主张”仅仅反映了美国单方面对于

《公约》条款的解读，并不具有国际法依据。一方面，“过度海洋主张”以美国自创的“国际水域”和

“国际空域”概念为依据，缺乏《公约》规范的基础和国际法上的实在法依据。〔６５〕美国认为，一国军

舰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与公海相同的航行自由。正如山姆·贝特曼（ＳａｍＢａｔｅｍａｎ）所指出

的，美国这一主张曲解了《公约》第５８条第３款所明确提及的，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活动时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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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６６〕另一方面，“过度海洋主张”理论无视在《公约》序言和

正文中所规定或体现的，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在《公约》生效后继续发挥效力的客观

事实。相反，该理论将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为其远海群岛划定直线基线、群岛整体性等主张一律

认定为违反《公约》和国际法的主张。例如，美国多次挑战中国划定的西沙群岛直线基线、挑战中

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舰从事的具有海洋科学研究性质的军事测量和情报收集等活动的管

控等。可见，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争取的有关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权益，在

实践中进一步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其海洋权益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利益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自１９６７年由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Ａｖｉｄ

Ｐａｒｄｏ）在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原则。目前，关于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内涵的观点主要包括“三要素说”“五要素说”和“六要素说”，以及其他介于

两者之间的观点。〔６７〕持“五要素说”观点的主要代表就是最早系统地从法律角度阐述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原则的帕尔多，他认为这一原则包含五大要素：

“（１）人类的共同遗产不得被占有，而应该对整个国际社会开放；（２）要求建立一个所有使用

者都可以参与的管理系统；（３）包括一种积极的惠益分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包括共同参与

管理和技术转让等涉及的利益，因此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以及发展援助的概念；（４）共同

遗产的概念包含了和平利用的目的，要尽政治上可以取得的方式去实现；（５）要考虑到未来人类的

利益，因此需要保护环境。”〔６８〕

上述“五要素说”也可以简化为：不得据为己有、共同管理、利益共享、和平利用，以及环境保

护。〔６９〕相比而言，帕尔多的“五要素说”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学说。目前，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已经被《公约》第１３６条和１９７９年《月球协定》第１１条明确规定。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总体上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其被纳入《公约》下的“区域”法律制

度也是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这项原则在《公约》下的发

展和国家实践却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在大国博弈下，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不断被挤压。

首先，《公约》签署之后，其第十一部分及其包含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遭到包括美国在内

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导致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发达国家数量达不到《公约》生效的要求。

为了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公约》，发展中国家被迫再次妥协，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受到

进一步削弱的方式通过了《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事实上，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七十七

国集团建议在“区域”资源的开发上采用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较为匹配的单一开发制，即由国

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统一行使开发“区域”内矿产资源的权利。后来，在美国的提议和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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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妥协下，单一开发制为平行开发制所取代，即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企业部代表

全人类进行“区域”资源的开发，而缔约国及其实体在管理局允许后亦可开发“区域”矿产资源。〔７０〕

然而，平行开发制对缔约国及其实体有关财政义务、生产政策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要求，仍然受到

了发达国家的反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拒绝加入包含平行开发制的《公约》，并通过其国内

立法的方式允许国家向私人企业颁发“区域”资源勘探和开发许可证，严重背离了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７１〕考虑到美国并不愿意接受《公约》中包含各国妥协的成果，而倾向于认定《公约》中对

其有利的条款为习惯国际法，〔７２〕１９８９年联合国海洋法事务副秘书长南丹指出，“将《公约》人为地

分为深海采矿条款和其他条款这两部分，只会导致习惯国际法概念的滥用，并在同时耽误国际社

会寻求解决那些尚没有获得普遍接受的条款的努力”。〔７３〕在此背景下，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再次妥协并组织了新一轮谈判，最终达成《１９９４年执行协定》。由于该协定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可以获得的利益共享和强制性技术分享的权利，发达国家占据多数席位的理事会获得了更

多话语权，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进一步削弱。

其次，１９９４年至今，国际海底制度在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进一步

削弱。一般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公约》中主要体现在平行开发制和管理局权力架构两

个方面。〔７４〕然而，近年来国际海底管理局推出的勘探规章引入了“联合企业安排”，同时，一些发

达国家公司通过借用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壳”得以事实上侵占保留区，这些都冲击和架空了平行开

发制，导致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分配失衡，进一步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７５〕

六、结　　语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公约》签署４０周年的今天，各国关于海洋的竞争愈发

激烈，我国面临的周边海洋局势也愈发紧张。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和部分南海沿岸国

动辄拿《公约》指责我国的情况下，如何准确地认识《公约》作为“海洋宪章”这种提法的科学性和适

当性，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研究表明，《公约》作为“海洋宪章”的说法，最早是由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期间担任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主席的许通美大使提出，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内容上看，《公约》对

所有海洋和海域内活动构建了一个法律框架，一个“多元结构的新海洋制度”；第二，从实施上看，《公

约》是一个“活的条约”，包括在缔约时尚未出现的问题在内的所有海洋问题都可以在《公约》的框架内

予以解决；第三，从目的和效果看，《公约》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推动的，其各项制度旨在实现国际社会

的公平公正。本文基于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首先，《公约》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多数海洋利用问题的法律框架。有些问题，例如大陆国家远

洋群岛问题、历史性权利、智能船舶等问题就很难在《公约》的框架内予以解决。尽管《公约》具有一些

·３３·

施余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发展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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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性质的要素，但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个“宪章”或“宪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公约。

其次，《公约》作为“活的条约”具有充分的条约法和判例法依据，并可以通过《公约》规定的修

订程序、制定执行协定、《公约》的缔约国会议、《公约》的“并入条款”、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大

会等机构，以及国际裁判机构的演化解释等路径予以实现。然而，《公约》作为一个“活的条约”，其

解释和适用也有自己的界限，包括演化解释必须考察相关用语是否具有“一般性”特征，以及是否

符合相关条约准备资料所体现的精神；必须遵循《公约》规定的“一揽子交易”中所体现的基本原

则；以及依据《公约》的“并入条款”，通过外部标准的发展来扩大《公约》适用范围时必须严格遵守

适用的条件，即满足“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的要求。在对《公约》的相关实践进行考察和评估后发

现，《公约》通过４０年以来，在海洋划界法律制度、海洋执法法律制度、国际渔业法律制度、海洋环

境保护制度、“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度、海洋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发展

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挑战，在尝试解决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出现了国际裁判机构管辖权扩大、过度

运用演化解释等趋势，并继而产生判例不一致、“公约至上论”等更多的问题。

此外，专属经济区制度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作为支撑《公约》成为“海洋宪章”地位的重要

基石，其近年来的发展和实践也逐渐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并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间利益的平衡逐渐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倾斜。

总而言之，《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随着《公约》的发展和新兴海洋问题的出现，正受到越来

越多的冲击，其局限性越发显现。正确认识《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对于国际社会更好地推动

目前的ＢＢＮＪ国际协定谈判以及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规章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安德森法官所

述，“目前任何全球性‘宪章’均远未达到其应达到的地位，与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要素的宪政概念相

比，治理是一个更为一般、更广的概念”。〔７６〕从这个角度看，《公约》确立了全球海洋治理的框架可

能是更为准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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